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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研究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关系的开创性著作。全书

分为六个部分。书中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对自然灾害与中国的社会

经济、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，而且以中国历史上所发生

的大量自然灾害个案为切入点，分别就灾害的过程与规律、灾害与

人口的关系、灾害中官僚系统与地域社会的作用、水灾与地域社会、
灾害与社会风俗等层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讨论。全书资料

翔实，图文并茂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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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简 介

第一部分 总论

邹先生在《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》一文中从总体上对中国各个
历史时期自然灾害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综述。文章高屋建瓴，多
方面、长时段地将灾害对历史时期的人口、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的
影响进行了剖析和研究。

第二部分 灾害的过程与规律

满志敏的论文通过对光绪三年山西省受灾程度的量化分析，
对旱灾期间的降雨带进行了模拟，非常接近实态地复原了光绪三
年的天气系统。论文图文并茂，为历史学者分析此次大灾的情况
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实况资料。吴文涛的文章主要对北京地区民
国时期的自然灾害的活动规律和时空分布做了分析，并对灾害对
北京城市社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。卞利的文章不但对清初淮河流
域的自然灾害规律做出较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，还对政府和地方
的治理措施也进行了相应的分析。

第三部分 灾害与人口

刘仁团的文章以光绪初年山西大旱灾为背景，对这次大灾的
死亡人口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。此文考据严谨，最后得出比较准
确的人口损失数据。另外，本文还参照满志敏先生对山西旱灾程
度的分析，做出旱灾与人口损失的相关估计，具有相当强的学术
意义。
曹树基的文章从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活动规律出发，在疫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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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人口损失研究的基础上，对近代人类群体的活动的加强与疫源
地活动频繁的关系做出了研究，从而揭示了疫源地、人口与社会变
迁的关系。李玉尚的文章以非常详细的史料对云南地区１９世纪
的鼠疫流行做了详细的研究，并从生态关系、民风民俗角度对传染
病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做出了研究。

第四部分 官僚系统与地域社会的作用

此部分的四篇论文着重论述赈灾期间政府系统的组织和运

作，以及乡村社会对灾害的适应与应对机制。邓海伦（犎犲犾犲狀
犇犪狀狊狋犪狀）教授的文章以１８世纪高官奏折资料为基础，对高级官僚
对地方囤户的态度做了有意义的分析。此文从囤户问题出发，以
小见大，提纲挈领，不但分析了与１８世纪赈灾有关的政治、法律与
地方民情的关系，还对官方对灾害过程中市场作用的认识做了
分析。
王建革的论文主要研究的是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地区的县级政

府对乡村资源的动员，通过对查赈、义仓设置、禁酒、捕蝗等地方政
府行为的研究，揭示了政府行为的周期性。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揭
示北方社会的特点，即高的地方政府管理成本和低的乡绅管理能
力使华北社会形成了对中央政府赈济的依赖。与此相适应，吴滔
的论文则是关注于江南地区县以下的地域社会的赈灾行为。此文
资料丰富，重点强调了江南地区由于地方经济发达，乡绅社会的积
极参与，地方的赈灾体系反而能在官方力量削减以后逐步建立
起来。
夏明方的论文从较大的范围内分析乡村社会土地制度和地权

关系对自然灾害的适应。

第五部分 水灾与地域社会

徐海亮是一位资深的水利专家，其“中国农村的水环境问题”
２



一文立足于对建国后水灾和水灾防御问题的分析，对未来中国的
水问题做出了预测。
左鹏、张建民和尹玲玲的文章都集中于对明清时期江汉平原

的水灾与社会的分析。左鹏的文章对洪涝灾害对江汉平原乡村社
会的影响做了较为总体的描述，并对江汉平原的赋役制度、流民以
及堤防系统修建、维持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做出分析；张建民在对灾
害的分析的基础上，重点对乡村地区的农村生活对灾害的应对做
了详细的研究，包括灾民对淡水渔业资源的利用，乡村中和洪涝灾
害有关的民俗等等；尹玲玲的文章以农业、渔业及水体的变化与洪
涝灾害的关系为出发点，说明随着江汉平原人口的增加、洪涝灾害
的频繁，乡村经济结构在水体减少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相应的变化。
吴松弟的文章以东南地区１１６６年的温州地区的潮灾为例说

明灾害与移民及地方水利的关系。

第六部分 灾害与社会风俗

王振忠的文章以大量的、非常有意义的徽州文书为依据，对徽
州地区的种痘习俗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
社会对疫病灾害的医术防御和普通百姓对疫病和种痘技术的心

理、心态反应。张晓虹的文章通过对太白山祈雨的民间信仰的研
究，揭示了政府行为在灾害文化中的体现。董龙凯则通过对黄河
受灾地区的民间风俗和民间信仰，特别是“河神”的崇拜仪式的研
究，揭示了灾害与民俗的关系。该文利用了大量口述史的资料，对
文化地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有极好的参考价值。

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

（王建革执笔）

３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○ 邹逸麟 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

（一）引 言

灾害与社会，这个题目在含义上是有重复的。灾害本身就有自然

和社会的双重性。所谓灾害，是指当自然界的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不
可承受的损失时，才称之谓灾害。干旱、洪涝、地震、海啸，如果发生在
荒无人烟的地区，也就不成其为灾害。但随着人类数量的不断增加，
人类活动地域的扩大，自然界的各种较大程度的变异，都会直接或间
接地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生活；另一方面，不少自然变异本身就是人类
破坏性活动所引起的。因此灾害的社会属性就更为明显了。
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，表现得十分广泛。首先，何谓自然灾

害？这不仅决定于来自其原动力的自然界，还决定于其承受体的
人类社会。同样程度的自然变异，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经济
实力的社会、地区或国家，就可能有不同的反映；同样震级的地震，
在原始社会时期，可能不造成灾害，而在今日人口密集、高楼成群
的大都市里就会造成严重的灾害；同样程度的一次暴雨，发生在水
利设施完整的地区或国家就根本不会成灾，而在水利失修、河湖淤
废的地区或国家就可能形成一次洪涝灾害。其次，人类社会经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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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、科技的发展，一方面对某些自然变异有控制成灾的作用，另
一方面又可能加剧自然变异而成灾害，如自然资源过度开发而引
起的自然界变异形成灾害等。其三，社会各级管理制度的效率对
成灾的程度有加剧和减轻的作用，如防灾、救灾制度的管理和实施
效果，而社会各级管理制度的效率又与整个社会政治、经济制度有
关。其四，研究灾害的最终目的，是防灾、减灾和救灾，因此需要对
灾害进行分级，这是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带来损失的重要指标，是
救灾行动和灾后恢复工作的依据。但灾害的分级又与不同社会条
件有密切关系。今天一般都以经济损失和死亡人数来定级，但同
样的经济损失和死亡人数在不同经济地区和范围，由于反映不同，
就可能有不同等级。其五，长期、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仅对人类社会
公私财产和人民的生命造成损失，同时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发
生影响。我们如果仔细考察，就会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

（包括战争）、人口分布、产业配置、社会组织、文化艺术、民间信仰、
价值观念等等方面，都可以找到灾害影响的痕迹。综上所述，可以
认为研究自然灾害社会属性的重要性从某种角度来说超过研究自

然灾害本身。
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，这一点无论从历史文献考察，还

是从现实生活中的深切感受，已无须多加论证了。在我国历史上，
广大人民当然希望灾害尽量少发生，灾后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。
就是统治阶级也同样是希望消弭灾害，一方面从“天人感应”观出
发，怕是上天对他们统治的惩戒，所以往往在灾情发生后下罪己
诏；一方面也怕灾害引起社会动荡，人民起义，江山不保。因此历
代统治阶级也十分重视防灾和减灾。甲骨文里已有不少关于灾害
性天气的占卜记载，先秦文献如《春秋》三传对灾害记录尤为重视。
二十五史中大多有《五行志》，《十通》中有关灾异的专志，地方志中

《灾异志》几乎必备。明清实录、故宫明清档案中就有许多关于灾
情的记录。其他如官牍奏稿、公私文书、文集笔记、信札日记中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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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灾害的记录。对灾害的关注和研究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
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，或多或少留下灾害影响的
痕迹，换言之，可以说灾害曾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
角落。因此，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自然灾害与社会的种种关
系作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，是认识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。

（二）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

近代以来，学界对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自然灾害的研究更
为重视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邓云特先生所著《中国救荒史》，是我国
第一部系统研究我国灾害历史的专著。该书对中国灾害发生的频
次和在时间上的分布，有下列论述：
“我国历史上水、旱、蝗、雹、风、疫、地震、霜、雪等灾害，自公元
前１７６６年（商汤十八年）至公元１９３７年止，计３７０３年间，共达

５２８２次，平均每六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。拿旱灾来说，这３７０３年
间共达１０７４次，平均每三年四个月强便有一次；拿水灾来说，这
同时期中共发生１０５８次，平均每三年五个月便有一次。如果说
汉以前的记载，可靠性过小，那末，我们就从汉立国以后计算，即从
公元前２０６年起计算，到１９３６年止，共计２１４２年。这时期灾害
总数已达５１５０次，平均每四个月强便有一次。就旱灾来说，共计

１０３５次，平均每二年强便有一次；就水灾来说，共计１０３７次，平
均每约二年便有一次。”①

从该书所制各个世纪各种灾害频次表看出：公元前２世纪以
前，每一百年发生的灾害不超过３０次，前２世纪以后至公元１０世
纪，每一百年都在１５０次至２００次之间（仅３世纪１４０次），１１世
纪２６３次，１２世纪至１４世纪每百年超过３００次，１５世纪２７２次，

３

① 邓云特《中国救荒史》，三联书店，１９６１年重版，第３８页。



１６世纪至１９世纪末，每一百年超过４００次。
再是作者引用１９２６年竺可桢先生发表的自然灾害空间分布

表，从公元１世纪至１９世纪，水灾发生最多的是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
江苏、安徽、浙江六省，总数都在１００次以上，特别是冀、豫、苏三省
在１５０次以上，最少是浙江省，１０４次；其下依次是湖北、陕西、江
西、湖南、山西五省都在６０次至９０次间；４０次以下的依次为福
建、甘肃、云南、广东、四川、广西、贵州。旱灾发生最多的还是河
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浙江五省，特别是冀、豫两省都在１４０次以
上，湖北、陕西、山西、安徽四省则在８０次至９０余次之间，５０次以
下依次为福建、湖南、江西、四川、甘肃、广西、云南、广东、贵州。①

我国对灾害的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２０、３０年代，而７０年代以
来，对灾害的专题和分区的研究有了空前发展。新的研究成果发
现，以上一些数字都过于偏低，如研究西北五省（陕、甘、宁、青、新）
的《西北灾荒史》，② 统计出隋至民国时期（５８１年至１９４９年）的

１３６９年中，陕西地区发生旱灾６５２次，甘宁青地区发生旱灾６０１
次（第７１页），远远超过邓著的统计。其他分省、区（如浙江省）、断
代（如明清）有关灾害的专题研究著作还有不少，其统计数字也都
超过邓著。之所以出现此类差异，一方面固然有资料齐备与否的
原因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对灾害的评估有不同的标准。这样就很难
对灾害的时空分布作科学的分析。因此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条件
下灾害进行的定性和定量分析，是研究灾害时空分布的基础。
在详尽的时空研究基础上，我们将探索：一是频繁、连续的自

然灾害的成因是什么，其中自然和社会因素相互交织、错综关系如
何；二是灾害类别、级次、频次的地域差异内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；
三是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，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将出现何种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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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情况。这些问题对我们认识历史上灾害的特点、规律和今天
的防灾、减灾、救灾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（三）灾 害 与 人 口

人口是一切社会人文要素的载体。历史人口变化的主要表现
是人口数量的增减和人口群体的迁移。在我国历史上，影响人口
这两大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和灾害。但在冷兵器时代，灾害
对人口变化的影响有时超过战争。而战争期间人畜死亡未能及时
处理，往往也会导致瘟疫流行，因此，“天灾人祸”往往相连。在我
国，不同灾害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的情况有所不同。地震是突发性
灾害，无法预防，男女老少无一能免，但在近代化以前平民居住建
筑简单，地震造成的死亡率不会很多。而水旱灾害造成人口死亡
的情况就严重了。旱灾后人口因安土重迁的意识和交通不发达，
不能迅速转移，接着往往蝗灾连发，就造成大批人口死于饥荒，农
村经济在数年内不得恢复。水灾以后又往往诱发瘟疫，造成大量
绝户。我国在公元初大致有人口６０００万，到了７世纪初的隋朝
还没有超过这个数字，８世纪中叶盛唐时期全国人口是８０００～
９０００万。以后一直要到公元１１世纪辽宋时期人口总数才超过１
亿。就是说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，中国人口长期徘徊在６０００～
１００００万之间。这里除了战争因素外，灾害究竟起多大作用是值
得研究的问题。但此后中国人口的增长仍然不快。一直到１７世
纪初中国人口才接近２亿，可是到１８世纪末已超过３亿，１９世纪
中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夕已达到４．３亿。这个时期战争、灾害
并未减少，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何如此惊人？除了人口基数大以外，
１６世纪后期，美洲耐旱、耐碱玉米、番薯作物的传入，１７世纪开始
逐渐推广，１８世纪以后在各地普遍种植，使灾荒期间饿死人口降
低。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灾害对人口的影响。１９世纪中叶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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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中国人口又出现一次大规模减耗，太平天国、捻军的起义和清
廷的镇压，估计消耗人口约１．１２亿，① 故１９１２年全国人口才达４
亿。在此期间，灾害造成人口锐减比较典型的例子，有清光绪丁戊

（丁亥、戊子，１８７７年、１８７８年）奇荒，以直隶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为
主，北至辽宁，西至甘陕，南达苏皖，东至大海的范围内，出现一片
广袤大旱区域。旱情稍解以后，接着就是瘟疫，造成大批人口死
亡。据估计，受灾人数约在１６亿到２亿，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
半，直接死于饥饿和瘟疫的人口约在１０００万左右。② 所以有人认
为１９世纪５０年代，中国人口出现了突降，由１８５１年的４３６００
万，下降到８０年代后期的３７６００万③，原因除了战争以外，灾荒是
一重要因素。近年有人统计，仅明清两代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人
员死亡有５７６２．６万人。④ 如果我们多做一些个案研究，将会发现
这些数字都是偏低的。进入２０世纪，由灾害引起的人口消耗，仍
然十分严重。１９２０年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五省大旱灾和
甘肃大地震，造成的灾民总数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约有２０００万至

５０００万，直接死亡人数不详。由于当时现代交通工具已经出现，
给逃荒的灾民提供了求生的机会。１９３１年江淮流域大洪水，殃及
鲁、豫、苏、浙、皖、鄂、湘、赣八省，受灾人口５３００余万，有４２万人
被夺去生命。不论以上数字是否确切，灾害对人口数量的影响是
必然无疑的。
人口迁徙是人口变迁的重要方面。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几次

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，如西晋末年永嘉之乱、唐安史之乱至唐末、
宋代靖康之乱，以及明洪武初年的大移民。这几次人口大迁徙，主
要是战争造成的，也有政府行为。因为迁徙的幅度大、人口多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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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，因此为史学界所重视，也颇多研
究。但事实上，历史上因灾害引起的人口迁徙，也不乏其例。如

１５世纪末干旱使北方大批人口脱离土地成为流民，构成当时社会
动荡的一个因素。１７世纪开始的全国性大旱灾带来的社会动荡
更为激烈。这次全国范围的大旱灾直接导致全国大蝗灾，也引发
出整个华北地区的鼠疫大流行，大批人口死亡，灾民大量离乡。①

但灾害性移民迁徙的地域距离不很远，一旦迁到免于死亡的地区，
也即停留下来，而灾后又往往回复家乡。因此研究者往往不认为
是移民，缺乏对其研究。其实在一定时间内不论对迁出地还是迁
入地，影响还是很大的。如光绪丁戊奇荒，从重灾区逃往外地的灾
民不少于２０００万，灾后豫、晋、陕等省人口大减。特别是近代交
通工具出现后，加速了灾民的流徙。如１９２０年北方五省大旱灾
后，京汉、津浦、京奉、京绥、陇海各铁路沿线麇集了大批流民，都是
等待逃荒的灾民。据统计，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１年从关内迁往东北的
流民突破３０万大关。还有一种是，灾情严重时期，鬻妻卖子的情
况十分普遍。１９２０年北方五省大旱灾，顺德一府有２５４４３名幼童
被出卖。年轻妇女也多被贩卖外地，辗转他乡。这种妇女往往不
再返回故土，造成当地性别比例失调，影响灾后人口的增长。另一
方面，灾民迁移地起初往往是人口比较多的地区或城市，以求得暂
时的生存。在农业社会城市内工商业不发达，灾民入城并无生计，
故灾后如果不回故乡，就必然迁往人烟稀少的宽乡。所以宋以后
的灾民迁移往往趋向山地和丘陵地带，从事垦荒。垦荒和砍伐森
林，引起水土流失，环境恶化，于是又易增加水旱灾发生的频率，造
成恶性循环的怪圈。近代工业化出现后，灾民进入城市求得生计
的机会增多，于是大批灾民进入城市，城市人口骤增，拉大了城乡
差别的距离，社会产生了新的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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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灾害对中国人口数量的增减和分布都产生过重大影响，
而人口增减和地域布局变化必然影响到中国地域社会的方方面

面。因此，灾害与人口课题的研究，对认识中国社会的许多深层次
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（四）灾害与社会经济

灾害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损失，是不言而喻的。但灾害与传统
农业社会与近代工业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是不同的。
在传统农业社会，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，灾害无疑

直接摧残农业。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洪涝、干旱、雨雹、蝗灾、瘟疫
等灾害，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产生过巨大的破坏影响。如历史时
期黄河的不断泛、决、改、徙，对黄河下游平原农业经济造成无法逆
转的损害。豫东、鲁西南、皖北、苏北地区在古代是我国农业经济
最发达的地区之一，自金元黄河南泛以后，至１８５５年改徙山东。
黄河在这一地区泛决改徙达七百年之久，遂使这一带沙荒、盐碱、
内涝不断，成为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。豫东新乡地区的原武、延
津、封丘三县是元明以来河决最多的地方。封丘县自金代至清顺
治年间曾六次被河水淹没，水退沙留，全县土地沙居其六。康熙年
间，县境“飞沙不毛，永不堪种”的田地有两千余顷。今延津县是黄
河故道所经，沙丘连绵，清康熙时全县土地“尽为沙碱”，“四野多属
不毛之地”。１８４１年、１８４３年黄河两次在豫东决口，开封、中牟间
数百里地皆不毛，至咸丰年间仍不见恢复。朝廷叹道：“两次黄河
漫溢，膏腴之地，均被沙压，村庄庐舍，荡然无存，迄今已及十年。
何以被灾穷民，仍在沙棚栖止，形容枯槁，凋敝如前？”鲁西南地区
自道光二十六年以来，“水旱频仍，十室九空”。１８５５年黄河在铜
瓦厢决，河徙山东，省内受灾七分以上的村庄有７０００余，灾民达

７００万人之多。光绪丁戊奇荒，直、鲁、豫、晋数省人亡地荒，存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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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徙，无人耕种的土地随处可见。华北农村经济空前凋敝。河北
古为冀州，号称富庶，所谓“天下之上国”，“膏壤千里，天地之所
会”。① 唐时“河北殷实，百姓富饶，衣冠礼乐，天下莫敌”。② 但自
宋代以后，黄河、海河水系在这一平原上不断泛决改徙，水患连年，
土地皆“斥卤不可耕”，③ 农业生产显著衰落。今天华北平原上很
多城镇都曾为黄水所吞没。河北巨鹿县１１０８年一次黄河决口，泥
沙将整个县城埋入地下，１９１９年民间掘井才发现宋城在今城底下
六米。最突出的可以开封城为例。开封城古今同址，在历史上曾
七次被洪水所淹。明崇祯十五年（１６４２）黄河决入开封城，全城为
洪水所淹，水深数丈，仅相国寺、周王府顶露出水面，全城三十万八
千余人，幸存者仅三万余人。清道光年间河水又多次决入城中，使
宋代开封城埋没在今城底下十米左右。其他如开封附近历史上有
名的万胜镇、朱仙镇，都因河水泛决而衰落。明清时期海河平原旱
涝灾害十分频繁。近代以来，由于记载详尽，更可知灾害给中国农
村带来的巨大损失。１９３１年江淮流域大洪水，水稻损失９０亿斤，
高粱、小麦损失１０亿斤，相当于损失了１８００万人口的全年口粮。
１９３８年蒋介石以水代兵，扒开黄河花园口，豫、皖、苏三省大片土
地被淹，受损最严重的是河南省，扶沟、西华、尉氏、太康等县境内，
黄土堆积浅者数尺，深者逾丈，城镇房屋、庙宇、坟墓全被埋入土
中。农村经济长期不能恢复。据统计，自１４７０年至１９４９年的

４８０年中，有４００余年遭到不同范围的旱涝灾害，农村经济处于崩
溃的边缘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。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滞
缓，这与一次次灾害有关。每次大灾以后，农村中土地荒芜，千里
无人烟，农村重建，一切从头开始，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维持生命，何

９

①
②
③ 《续通鉴长编》卷一〇四。
《通鉴考异》卷十四。
《初学记》卷八引卢毓《冀州论》。



暇顾及生产力的提高？
两宋以后，南方人口迅速增长，耕地不足，农民们将目光投向

不宜开辟的山地和湖滩，开始了大规模的以围垦江湖为主的造田
运动。江西、皖南地区的圩田即始于此时。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
更是大兴围湖造田之风。绍兴的鉴湖、上虞的夏盖湖、镇江的练
湖、宁波的广德湖、余姚的汝仇湖都在这时被垦为平地的。太湖流
域宋前无大灾，围湖造田以后，“涝则水增溢不已，旱则无灌溉之
利”。南宋淳熙十年（１１８３）大理寺丞张抑指出：“陂泽湖塘，水则资
以潴泄，旱则资以灌溉。近者浙西豪宗，每遇旱岁，占为湖田……
于是旧为田者，始隔水之出入。苏、湖、常、秀昔有水患，今多旱灾，
盖出于此。”① 至于无河湖滩地可垦之处，则以垦辟山地丘陵为
主。江西、福建山地丘陵宋后皆被垦辟梯田，“山化千般障，田敷百
级阶”，“岭阪上皆禾田，层层而上至顶”是闽、赣山地农村的普遍景
观。湖田的开垦、梯田的开发，增加了粮食生产，其代价则是山区
的土壤侵蚀，下游湖区蓄水面的缩小，东南地区水旱灾害的加剧。
农业环境与灾害无疑是有着直接的关系。近几十年来，农业环境
仍有继续恶化的趋势。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大洪灾与江湖水面缩小、
山地开垦过度有关，可见这个矛盾至今未能解决。因此研究农业
与灾害的关系问题，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。
近代工业化出现后，灾害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反映与农业社会

有所不同。近代工业化的出现，城市人口增加，医药、交通技术的
提高，因水旱、瘟疫、蝗蝻灾害死亡人数相对减少，而经济损失则反
而增加。而地震造成的人口死亡和经济损失明显增加。同时由于
工业的发展，采伐加剧、环境污染、资源衰竭、温室效应所引起的森
林缩减、水源枯竭、土壤退化引起的灾情却在加剧。
因此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的呼声很高，但具体运作有许多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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